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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位置，黑格尔的著述中对这一
议题也多有论及。他一方面依循其思辨哲学的逻辑结构，把国家和宗教都视为精神自我认识的不
同环节，强调二者在内容上的统一，由此论证作为绝对精神的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深刻
剖析二者在形式上的本质区别，坚决主张现代世俗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黑格尔的论述及方法为
我们今天反思启蒙运动的历史成就及其局限、现代国家理论、多元民主社会中的宗教宽容等议题提
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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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前沿问题：宗教与文化
论黑格尔宗教哲学视域中的政教关系
洪 楼
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政教分离被确立为现代世俗化国家的基本原则。宗教往往被归于个人内在
信仰与良知的领域，但它在当代公共领域中依然发挥着一定的现实影响。作为启蒙运动理性精神的继
承者与批判者，黑格尔曾对国家与宗教关系这一议题多有论及。仅就《哲学全书》时期而言，我们在《法
哲学原理》（1821年）、《精神哲学》（1830年第三版）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1831年）中都可看到他对二
者关系的集中论述。①他一方面坚决主张政教分离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与宗教的和解与协同作
用，而他对这一双重意义的论证又与其思辨的形而上学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将从如下方面探究黑格尔
对这一议题的思考：（1）首先考察黑格尔对国家和宗教概念的理解；（2）依据文本，重构他对二者之关系
的阐述；（3）简要探讨黑格尔之论述的现代意义。
一、国家的理念与宗教的概念
黑格尔认为，若要达到对国家的本质性认识就必须首先探讨国家的理念，即国家的概念及其现实
化。②在他看来，真正的概念（Begriff）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其逻辑学体系中，概念论超越了“存
① 黑格尔对宗教问题的思考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神学著作时期、耶拿时期和《哲学全书》时期。在早期神学
著作（如《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以及耶拿时期著作（如《精神现象学》和《德国法制》）中，黑格尔对于国家与宗教之关
系也有论述，但由于最后一个阶段是其理论的最终形态，因而我们主要参考他在这一阶段的论述。
②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3—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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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和“本质主义”（本质先于存在）的对立，存在只有在概念中才找到其真正的本
质，也就是说，概念才是存在的本质。概念，作为“自由的原则”，是一个能动的发展过程，它包含了普遍
性、特殊性和个别性诸环节。①哲学考察要从概念开始，而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象的整个本性，认识本
身无非就是概念的发展。
在黑格尔那里，国家首先是指国家的理念而非其“定在”或“实存”，只有国家的理念才是具有普遍
性的、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历史起源则只是具有特殊性的、现象的东西。相比于伦理法的家庭和市民社
会的环节，国家因为更高程度的合理性而更具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客观精
神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环节，“作为自在自为的合理性的特殊自我意识”②时才具有的。因此“伦理是被追
溯到其实体性内核的国家，国家是伦理的发展和实现”。③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的理念又包含了三个环
节：（1）作为个体的国家；（2）各独立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3）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给自己以现实性的精
神。④正是在最后一层含义之上，他把国家称作“立于世上的精神”“在世上行进的神”和“现实的神”。⑤
有人以为在上述论断中找到了黑格尔国家理论中的威权主义的证据，但这并不正确。因为他实际上并
不指向某一现存国家而是指向展现在世界历史中的理性精神。透过这一“理性的狡计”，与其说黑格尔
是在用“神”来为威权主义做辩护，倒不如说他是用国家来为神义论做辩护。或如洛维特所言，在黑格
尔那里，“作为基督教精神的实现和世俗化，世界的历史是真正的神义论，是在世界的发生过程中为上
帝所做的辩护”。⑥然而，现存的国家是立足于地上的，立足于“任性、偶然和错误的领域”，⑦因此必然有
各种缺陷。黑格尔认为，其中，国家的理念作为国家的本质性环节和内在机体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
的。内在机体就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现代国家必定是普遍性利益与特殊性利益的统一，
后者指的是家庭和市民社会领域。而国家既体现为它们的外在必然性和更高的权力，同时又是它们的
内在目的。国家的理念作为精神，是映现在家庭和市民社会领域中的理性的力量。在这种统一的基础
之上，特殊的个人或个人联合体对于国家负有义务，并因此而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也可以说，国家的
目的（即“普遍的利益本身”⑧）在于谋求公民的幸福，在于个体自由的现实化。正是由于个人目的与普
遍目的的统一，才构成了国家的稳定。这样一种现代国家理念包含两个要素：个人的政治情绪（爱国
心）和国家的机体（体现于各种有差别的权力之中的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国家作为普遍的利益，既
包含特殊的利益，同时也是特殊利益的实体化。然而，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来看，国家的理念也毕
竟只属于客观精神的领域，只有随着精神的自我认识过渡到绝对精神，它才能找到最终的哲学论证。
黑格尔认为，“关于宗教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规定，只有在回想到宗教的概念时才能作出”。⑨因
此必须深入到宗教的概念才能理解宗教的本质。宗教是以象征性的表象思维的方式认识绝对精神（上
帝），但对宗教的概念把握则属于哲学的领域，因而产生了宗教哲学。然而黑格尔认为在他的时代，神
学家们对宗教的认识仅仅只是从历史上把握，也就是对各种教条做历史的探讨，却忽略了对于宗教本
身的考虑，这样就本末倒置了。他类比论证说，这就好比我们只探讨关于一幅画的作者的故事，探讨这
幅画曾落入何人之手以及在不同时代有哪些价格，却不去看看这幅画本身是什么。同样地，我们仅仅
①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5—297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382—383页。
③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2页。
④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389页。
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388页。
⑥ 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70页。
⑦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388页。
⑧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398页。
⑨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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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谈论宗教，却没有研究诸如“上帝的本性是什么”“上帝本身是什么”“上帝的本性必须怎样予以规
定”①这类根本问题。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否定历史的维度，他强调的是，精神本身的运动过程才是我们
在对宗教的历史考察中的真正对象。在对这一过程的分类阐述中，历史的维度必然会显现出来。因
此，黑格尔分别从宗教的普遍概念、这一普遍概念的特殊定在（即特定实存的宗教）以及宗教概念的最
高发展阶段即启示宗教三个步骤来展开论述，这三个步骤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精神本身的节
奏”。②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第一个步骤。
黑格尔所理解的作为绝对者的上帝概念是纯粹的自我意识与客观意识的统一。但起初，在作为绝
对者的普遍概念中还没有主观思维和客观思维的区别，它只是一种无差别的自在存在。随着这一能动
的普遍者对自身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就会出现各种有限定的内容，这种有限性既是对自身的肯定，同时
也是对于无限者的否定，而不可能达成对于无限者的肯定。于是它就会作为一种特殊者显现出来，并
与普遍者相对立。这时的特殊者尽管和普遍者实际上属于同一个自我，但它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仅
仅强调有限的、经验性的自我意识，如需要、情状、罪孽等。对于有限的自我意识来说，绝对的对象是一
个他者，而非自我意识。而此时的无限性，由于与有限性处于对立之中，也不是真正的无限性。只有当
有限意识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无意义和虚无时，它才在对自己的扬弃中理解了绝对者。这时有限意识
和无限意识就达成了和解与统一。③黑格尔对启示宗教或绝对宗教的论述也同样充满了这种强烈的思
辨色彩。这一辩证的逻辑结构在使宗教信仰理性化的同时也使得理性本身神秘化了。④黑格尔反对启
蒙理性神学把上帝理解为与其造物相分离而高高在上的超自然实体，因为没有世界上帝也无法成其为
上帝。上帝与自然和历史不可分离。同时，黑格尔也反对把宗教仅仅理解为主观的东西，否则崇拜就
会是完全空洞的和无内容的。最高实体性的东西由于只是主观的东西，那它就没有被承认为更高者，
这样理解的上帝就如同主体向空中划出的一条无支撑物的线条。在真正的宗教中，对上帝的崇拜包含
了普遍意识和特殊意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统一。主体既是“作为在上帝中知自身者”，同时“把自
身反映到尘世中，关于世界的知也表现出来”。⑤崇拜既是内在的心灵行为，也是外在的公开行为：一方
面，崇拜活动是“精神和心灵的一种内在改过自新”，⑥精神摆脱自己的有限性并达到与绝对者的统一；
另一方面，“这种崇拜之无限的生活，也向外发展”，所以，“对宗教来说，进入现实世界是至关重要的，而
在进入世界的这一过渡中，宗教作为涉及国家及其整个生活的道德性表现出来”。⑦如上所述，在其思
辨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黑格尔对国家与宗教的概念剖析多有重叠，因此有必要正面阐述二者的关
系。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理智背景以及个人理论兴趣不无关系。
二、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双重维度
就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而言，黑格尔一方面依循其思辨哲学的逻辑结构，把国家和宗教都视为精神
自我认识的不同环节，强调二者在内容上的统一，由此论证作为绝对精神的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另一方
面又深刻剖析二者在形式上的本质区别，坚决主张现代世俗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
（一）内容上的统一
宗教是国家的基础，这一论断在黑格尔所生活的普鲁士王国并不陌生，比如普鲁士官方就自认是
①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②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42页。
③ 参见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43—51页。
④ 参见赵林：《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259页。
⑤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49页。
⑥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47页。
⑦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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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国家”。黑格尔首先并没有直接反驳这一论断，而是反对当时流行的对它的诠释。比如，一些
思想家认为，既然国家属于有限的尘世领域，宗教属于无限性的领域，同时有限的东西不能独立存在而
必须以无限的东西为基础，那么，国家就必须以宗教为基础。黑格尔对这一论证从两方面给予了反
驳。一方面，他指出“在宗教王国也有差别和有限性”，①比如三位一体教义的三个规定（父、子、灵）中的
每一个与其他两个都是有差别的，因而是有限的。要把握神的本性，也只有通过这种有限性去把握。
另一方面，国家绝不仅仅是尘世的和有限的（尽管一个坏的国家的确是如此），因为“一个合乎理性的国
家自身是无限的”，这样一种完善的国家在自身的现实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中不断地产生自己的各种规
定。②同时，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了上述不当理解所造成的各种混乱。其一，在面对公共灾难、动乱和压
迫时，仿佛只要诉诸宗教就可以求得所受不公正之安慰和所受损失之补偿。其二，有人认为，宗教告诫
我们要漠视尘世的事情和利益，所以国家的利益和事务作为无足轻重的任性之物可以完全弃之不顾。
在黑格尔看来，这要么是他们全然不顾“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这一事实，而认为国家仅由激情或非法
暴力之类的目的所支配；要么是这类宗教告诫其实是想保持自身独一无二的有效性并拥有法律制定与
运用的权威。其三，有人甚至认为，在遇到暴政时，被压迫者只要从宗教中找到了安慰就可以捐弃一切
反感。黑格尔认为这种看法只会让人讥笑。因此他主张，我们需要有一种捍卫理性和自我意识之权利
的力量把我们从这种迷信的桎梏中拯救出来。③
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对“宗教是国家的基础”这一论断进行了重构。这里的宗教是指“真正的宗
教”，即作为绝对精神的宗教。在客观精神的领域中，精神的概念已经有其相应的现实性，但绝对精神
此时还只是以“理性的狡计”表现出来。只有当精神从关于对象化的外部世界的认识返回到关于自身
的认识时，也就是返回到绝对精神的领域时，概念和现实性才实现了真正的统一或同一。由于艺术、宗
教和哲学这三种精神活动的内容都是关于绝对的真理即上帝，是“对绝对理念的知”，因而黑格尔认为
绝对精神这个最高的领域也可以称为宗教。④绝对精神（上帝）是不受限制的基础和原因，一切事物都
要放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来考虑。因此，一方面，对意识而言，国家、法律和义务也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了
最高的证明和最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就现实性而言，国家、法律和义务，作为被规定了的东西，必然
要进展到更高的绝对精神的领域，才能获得最高的自由和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构成了伦理
和国家的基础，宗教包含了“作为神的意志的国家本性”，⑤并且是伦理本身和国家的实体性。反过来，
黑格尔强调真正的宗教和宗教性只从伦理中产生，精神向上帝的上升只能是间接的，需要以有限事物
作为中介，而这一有限的事物就是实在的伦理的自我意识。伦理的自我意识从其经验性的现实性出发
所意识到的真理，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民族及其诸个体而现实在场的自我意识中的神圣精神”。⑥因此
宗教的良心和伦理的良心本质上是一回事，宗教和伦理是“一种思和知”，⑦并且“在宗教和国家中，存在
一个自由概念”。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强调国家和宗教具有不可分性，并且反对把它们看作彼
此分离的，甚至莫不相干的。
（二）形式上的本质区别
尽管国家与宗教的内容是同一个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包含了国家学说的全部，二者在形式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8页。
②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8—409页。
③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398—399页。
④ 参见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第371页。
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399页。
⑥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第362页。
⑦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第362页。
⑧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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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形式上，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并且有着不同的规定。宗教是“神圣的智慧”，而
国家是“世界之智慧”。①黑格尔认为，在现代国家中，宗教所约束的纯粹是个体的主观信念与良知，而
国家的法律及伦理规则对个体具有客观的约束力。
黑格尔认为存在着一种理智上的慵懒态度。比如，在认识领域中，有些人只停留在抽象的本质
（Wesen）而不愿进展到定在（Dasein），“如果我们把上帝仅仅看作绝对本质，而且停留在这种看法上”，
那么我们就只是停留在“智慧的开端而已”，却没有穷尽“上帝观念的深刻内容”；②而在道德生活中，有
些人只停留于抽象的善，而听凭任性去规定什么是善，“抽象善的这种意愿似乎已经足够，甚至是唯一
要求，使行为成为善的”。③这一理智上的慵懒态度同样表现在思考国家与宗教关系的问题上。有些人
只是用情感、表象、信仰的形式去处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并且把这些形式也看作国家的本质规定。于
是，主观形式的宗教情绪就脱离内心生活的领域，而僭越到国家法律的领域甚至替代客观的法律。这
样一来，依据合理性而建立的国家权力与规章制度就分崩离析了。因为情感、表象、信仰都是主观的形
式，都无法为客观的国家法律提供支持。黑格尔进一步分析说，若执于这一主观形式以对抗国家则会
对社会生活产生有害后果：就内在的情绪和观点而言，在压迫他人的同时，要求他人在遭受冤屈时诉诸
宗教以求得慰藉和希望，若有人无法做到则谴责其无信仰；就外在的行为而言则会产生宗教狂热，“对
所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秩序加以排挤，贬斥它们束缚了内心生活的无限性，是对心灵的不恰当的限制，
因此也对私有制、婚姻、市民社会中的关系和劳动加以排斥，贬斥它们是无关痛痒的爱和情感的自由”。④
黑格尔指出，当时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极端主义国家都处于这种“宗教要求圣洁，国家则要求权利
和伦理”的对抗之中。在伦理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宗教的要求都与伦理的客观原则产生对立：（1）爱情
和婚姻除了具有自然因素之外，也是一种伦理义务。但某些宗教却要求“苦行或独身作为某种圣洁
者”。（2）人们凭借行动和理智使自身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伦理原则，与这种尘世义务相
对立的某些宗教义务则要求人们不要自寻烦恼。一方面人的行为是不神圣的，另一方面人们不要去增
加自己的财产，若有财产的话，要捐给穷人，尤其是捐给教会。（3）主体能够在作为伦理最高阶段的国家
中实现自由。然而根据宗教义务，自由不是人的最终目的，人应该严格地服从，不要自己的意志，在最
内在的方面放弃自己和自我否定。⑤在黑格尔看来，在这些不承认自由原则的宗教形式中，由于现实
生活中行动的依据只是主观的表象（即意见和任性的偏好），因此几乎就抹杀了全部世界历史的工作。
因为全部世界历史的工作就是使理性由内而外地进展到现实中。这一工作的结果是，有教养的人使合
理性的定在（即政治制度和法律）实现出来并对之有着自觉的意识，而宗教狂热人士对这一工作毫无兴
趣，他们的愚昧和暴行将会破坏一切伦理关系。
黑格尔认为，国家与宗教之间的这种对立其实是“精神的自由本性和不自由的宗教之间的决
裂”。⑥宗教如果是真正的宗教，那它就不会对国家（作为客观性的形式）采取上述否定和论战的立场，
而是承认并予以支持。于是，宗教也进一步有其独立的地位。在宗教教义的事情上，是内在的维度占
据优势，因为“教义本身则在良心中具有它的领域，它属于自我意识的主观自由的权利范围，即内心生
活的范围，这样一个范围本身不构成国家的领域”。⑦
（三）国家与教会
① 参见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173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第217—218页。
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260页。
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0页。
⑤ 参见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176—177页。
⑥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第365页。
⑦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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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崇拜事务存在于仪式和教义之中，因而需要世俗领域的地产、财产以及相应的神职人员。
黑格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从如下方面阐述了国家与教会之间必然会产生的直接相互作用。（1）因为
教会必然涉及尘世生活，那它就不仅仅涉及内在良心的事情，而同时也与伦理原则和国家法律相关。
由于在伦理的社会生活中首先要肯定的是现实的合理性秩序即国家的法律，所以教会（即具有共同宗
教信仰的人组成的一个同业公会）必须遵守国家法律。（2）就宗教从内心深处有助于保证国家的完整统
一来说，国家有义务促进宗教，但不干涉宗教信念的内容。（3）一个组织完善的强大国家，在教会成员出
于宗教理由以消极的方式对国家负有的直接义务时，应当采取适当的宽容态度。黑格尔举例说，对于
贵格会信徒或再洗礼派信徒拒绝对国家宣誓、用交换或替代的方式服兵役等行为，只要他们的数量在
可控范围内，让他们受到市民社会的规律的约束即可。（4）国家也涉及内心生活，因为它不是一种无精
神内容的机械式的构造，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伦理生活体系，其制度都是以法律思维的形式呈
现出来。并且，在国家中也包含着情绪以及对情绪中的原则的意识。这类思维形式与宗教思维要么一
致，要么相悖。①
黑格尔对如下观点进行了批评，即由于教会自认为包含宗教的绝对内容，且一般精神性的东西（包
括伦理的要素）都是它的一部分，于是它就视自身为目的，而把国家视为纯粹的手段。他从两方面对此
进行反驳。其一，若这一观点成立，那么一般科学或其他知识体系（作为有其特定原理的独立整体）也
可以提出如教会所要求的那种地位，从而把国家看作服务于自身目的的工具。其二，在这样一种理解
中，国家就成了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其作用仅仅在于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任意不受侵
害。如在历史上有过的野蛮状态那样（例如政教合一的日耳曼王国②），一切更高的精神性的东西都集
中于教会，国家“只是依据暴力、任性和激情的尘世统治”。③国家与宗教的抽象对立成了现实世界的主
要原则，更高的精神要素处于国家的范围之外，而国家作为俗物唯有尊敬这一要素，因而完全丧失了其
伦理的客观性。
但在黑格尔看来，伦理理念的发展确立了这一真理，即“作为自由而合乎理性的那精神是自在地伦
理性的，而真实的理念是现实的合理性，正是这个合理性才是作为国家而存在的”。④对于能意识到这
一伦理真理性的人而言，国家的法律就是这一伦理真理性的普遍内容。与此同时，虽然宗教以真理为
其对象，但它对这一对象的认识不是依据概念，而是在表象（即信仰和感觉）中把握其“现成的内容”，而
“唯有哲学洞察才认识到教会和国家都以真理和合理性为内容，它们在内容上并不对立，只是在形式上
各有不同”。⑤由于宗教与国家具有相同的内容，所以当教会的教义涉及客观合理性的伦理思想及原则
并着手传播这些教义时，它马上就使自身进入了国家的领域。但教会拥有的只是关涉这些伦理思想及
原则的信仰及权威，或者说它拥有对于这些东西的主观信念，而国家对于这些东西则具有确定的思
维。这样一种关系虽然给予国家以宗教上的认证，然而“国家依然保持着自我意识即客观合理性的权
利和形式，它有权使这种形式发生效力，并肯定这种形式以对抗从主观形态的真理中所产生的主张，不
问这些主张是如何地用确信的东西和权威把自己围绕起来”。⑥进一步而言，无论主观的不合理意见如
何自恃自负，国家对待它们的方式有两种：要么，由于它们没有真正内在的力量和权力，国家可以完全
置之不理；要么，当基于坏的原则的意见对社会生活造成实际的损害时，国家就必须反对它以保护客观
①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3页。
②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323—324页。
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4页。
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4-405页。
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5页。
⑥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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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生活原则。当教会宣称无限的和无条件的权威时，国家必须主张自我意识对于自身的洞察、信
念以及一般思维（即什么应当作为客观真理）的形式上的权利。①
黑格尔还反驳了同时代人提出的国家与教会统一的主张。由于国家与教会在意识形式上的差异
是本质性的，所以二者之间的完全统一是不现实的，因而弗·施莱格尔将之作为“最高的理想”提出的
“有着一部绝对的君主宪法的建立在教会体制上的基督教国家”的理念是不可能的。②也可能有人认
为，在东方专制的神权政体中存在着这种教会与国家的完全统一，但在黑格尔看来，在那里根本就没有
对于精神来说的有价值的国家形式存在，因为那里没有关于自由的伦理生活及其有机发展的自我意识
形式。并且如历史表明的那样，教会自身内部的分立，对于国家和教会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
为正是通过教会的分裂，国家和教会各自的合理性才显现出来，国家是自我意识着的合理性和伦理，教
会则对这一真理内容有着主观的权威和信仰。因此，教会不应成为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并且要符合和
遵守国家的法律，反过来，国家也无需对内在的宗教情绪提出要求。
三、黑格尔之论述的现代意义
如上所述，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与其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离开后者前者也无
法得到辩护甚至无法呈现。但他的思辨哲学体系因其艰深晦涩的论证方式在今天并没有广为接受。
然而这似乎并未影响其社会政治理论的广泛影响力。后来的思想家总能在剥离其形而上学的语境之
后，找到黑格尔对时代议题所具有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黑格尔的论证方法总是力图在社会历史现实
与理性思考之间找到某种平衡，霍耐特称之为“规范性重构”。③也就是说，黑格尔的理论思考既反思我
们所追求的目标之普遍合理性，又没有忽略当下的社会历史条件所提供的经验性规定。在“文明的冲
突”这一阴影挥之不去的今天，黑格尔对国家、宗教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构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一，黑格尔一方面主张世俗国家生活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伦理与宗教不可分
性。这种看似矛盾的主张恰恰反映了他不仅肯定启蒙运动的成果，也看到了其局限性。在启蒙运动之
后的现代社会，理性的主体性原则成了最根本的原则，科学、道德、艺术、信仰等各自独立的领域都是这
种主体性的反映，有时这些领域甚至处于冲突与对立之中。理性试图取代宗教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力
量，却没有意识到自身内部产生了分裂，正是这种分裂造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异化和分裂”。④黑格
尔在国家与宗教的这种分离中看到的并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是更深层张力的根源。他试图把谢林
的“绝对”概念改造为使世界一体化的力量，以期追求一种整体性的社会伦理。在伦理的总体性中，个
体的主观自由与社会自由实现了统一，或者说“现代社会的自由许诺做出了这一要求，即带有全部合法
权利的个体能够在社会秩序中占有恰当位置”。⑤然而，如哈贝马斯所言，尽管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具有
主体间性理论的萌芽，但他仍然只是在主体哲学范围内来克服主体性，最终未能完成现代性的批判。⑥
第二，黑格尔是极少数为国家的道德性做出辩护的现代哲学家之一。⑦在他那里，国家作为伦理总
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道德性的体现，并且宗教也能反映民族的道德性。“对宗教来说，进入现实世界
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进入世界的这一过渡中，宗教作为涉及国家及其整个生活的道德性表现出来。民
①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6—407页。
② 参见Hegel, G. W. F.,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llen Woo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60。
③ Axel Honneth, Freedom’s Right,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4, p.56.
④ 邓安庆：《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8页。
⑤ Axel Honneth, Freedom’s Right, Joseph Ganahl trans., p.62.
⑥ 参见哈贝马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1—58页。
⑦ 参见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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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宗教性质如何，其道德和国家宪法的性质也就如何。这完全取决于一个民族是否仅仅理解了关于
精神自由的有限表象或是否具有自由的真正意识。”①在古典政治自由主义传统中，作为个人自由权利
之保障工具的国家往往被放在了个人权利的对立面来考察。这种去道德化和去神圣化的“守夜人”国
家，通常被看成了“必要的恶”，由此造成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公民的人之间的分裂。黑格尔的现代国
家理论试图消除这种国家、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割裂与对立，以恢复人类生活的完整性。这对于当今政
治理论中关于国家理论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第三，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旨在阐述理性与信仰、知识与宗教、哲学与神学的同一或“和解”，简言之，
是对神秘的信仰进行理性化的阐述。②这样一来，宗教不再是神秘的启示，而是有其合理性的内容，世
界几大宗教都属于理性的历史本身。甚至当黑格尔说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时，这其实是说“国
家应该以合理性为根据，并导源于合理性”。③既然宗教传统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或无意义的，那么宗
教宽容就应当成为现代国家的原则。但如哈贝马斯所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出现了两个相反的
趋势，一个是从启蒙运动的科学信仰前提中发展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强硬的自然主义图景，另一个是宗
教传统的政治影响在不断扩大。这两个方面不仅在学术争论中相互碰撞，而且还演变成了政治权力的
角逐，“当这两方面在世界观的、多元化的公共空间的民主喧嚣中相遇，并争论政治问题，出于对彼此尊
重的要求，就会产生某些认识的义务”，④宗教宽容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在世俗化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
中，一方面，世俗的公民应当对宗教言论可能具有的合理内容采取开放态度，因为宗教内容具有“语义
方面的潜力”，⑤也就是说，有可能激发或释放出更多的世俗真理；另一方面，信教的公民应将宗教语言
翻译成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语言，才能为自己的立场辩护。⑥尽管我们可以理性地预计，两个群体之间
的异议将会继续存在，但只有经过这一互补的相互学习的过程，在承认多元主义事实的基础之上，一种
民主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
①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 I》，燕宏远、张国良译，第49页。
② 参见赵林：《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第235—259页。
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第409页。
④ 参见哈贝马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第4页。
⑤ 哈贝马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第111页。
⑥ 参见哈贝马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第98—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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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Reli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gel’s Religious Philosophy
HONG Lou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relig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This issue is also frequently discussed in Hegel’s writings. On the one hand, following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hi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he regarded both the state and religion as different links of
spiritual self-cognition, and emphasized their unity in content, which proved that religion as the absolute spir⁃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profoundly analyzed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
tween them in form and firmly advocated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modern secular countries.
Hegel’s elaboration and method, as useful ideological resources, benefit us a lot when reflecting issues on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dern state theory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in
pluralistic democratic society.
Key words: Hegel, state, religion, reason,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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